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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放权 vs 财政放权：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刘冲  乔坤元  周黎安

摘要 

* 

本文利用我国“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两种政策试点，首次区分了行政放权和财政放权

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效果。研究表明：行政放权（“强县扩权”）通过吸引更多的新

企业、提高企业平均利润率来促进增长，财政放权（“省直管县”）则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

刺激经济，但两种放权的方式依旧是粗放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并没有从本质上提升企业的

生产率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行政放权会产生正的外部性而财政放权的

外部性为负，产生这一负外部性的原因可能是地级市对非省直管县的财政盘剥加剧。因此政

府可以尝试扩大行政放权的试点范围，而在实施财政放权时需注意其对周边县产生的负面影

响。 
关键词：行政放权；财政放权；经济增长；渠道；外部性 

一、 引言 

为了推进城市化运动，我国从 1983 年以来采用“市管县（市）”（本文统一用“县”

来指代县、旗、自治县和县级市）体制。但随着城市化的稳步发展直至成熟，这一体制的弊

端逐渐涌现（才国伟等，2010、2011；袁渊和左翔，2011；郑新业等，2011；樊勇和王蔚，

2013；贾俊雪等，2013）。因此政府从 2002 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将权力下放至县的改革，

力图打破市管县体制对县域经济的桎梏。此后，2008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加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力与行政权力相匹配，增

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

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

确指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

部纳入改革范围。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

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2008 年的《决定》和 200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对县政

府进行放权的改革推向了高潮。 
在我国，对县放权的改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济管理权限上的“强县扩权”，主

要强调向县政府下放项目审批和投资方面的权力；另一种是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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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省直管县”当作一种财政分权的改革并非本文首创，现有的大多数研究省直管县的文献均认为这一政

策是财政分权的一种方式，如郑新业等（2010，p35）通过总结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说明“中国的‘省直

管县’构成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为我们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独特机会”；

高军和王晓丹（2012，p4）提出“‘省直管县’作为一种在省、市、县三级政府之间财政分权的模式，其

实质在于通过‘扩权强县’增加县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贾俊雪等（2013，p23）指出“省直管县财政体

制改革是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一次探索性实践创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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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地级市、县财政

直接联系，扩大了县域财政的自主权。不少文献认为放权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大多数文献讨

论的是财政放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行政放权作为另一种重要的放权改革却少有人问津。 
在本文中，我们将回答如下的问题。第一，下放行政权力和财政权力对经济的影响有什

么区别，各自可能的渠道有哪些？第二，放权改革的外部性是正的还是负的，即放权改革带

动了还是阻碍了周边县的发展？政府近些年来着力推行的“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

试点为我们讨论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可以让我们区分行政和财政放权的不同效

果，并且考察放权带来的外部性。 
我们重点研究行政和财政权力的下放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别，发现行政放权吸引了

更多的新企业并提高了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而财政放权则给县政府增加了更多的财政收入。

然而，两种放权方式都通过拉动投资粗放地促进经济增长，既没有从本质上提升企业的生产

效率，也没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我们进一步探讨了放权的外部性，这一视角往往

被文献忽略。实证结果表明，行政放权对周边县有正的外部性，而财政放权对周边县产生了

负的外部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财政放权使得地级市对非省直管县的财政盘剥加剧。从这个

角度来讲，“强县扩权”政策的试点可以更好地激活县域经济并带动周边县的发展，但“省

直管县”的实施需要更为慎重，它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与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我们首次在文献中区分了行政放权和财

政放权对经济的影响，补充了现有文献对行政放权影响经济增长的讨论和放权影响经济增长

的渠道的考察，为“放权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全面、完整的分析框架。第二，我们不仅

关注放权对县域经济发展本身的影响，还进一步讨论了以往文献很少涉及的外部性，即考虑

放权政策对周边县的影响。第三，我们使用县级层面详细的面板数据考察“强县扩权”和“省

直管县”改革试点的效果，本文采用的数据不仅涵盖了我国所有县的财政、经济统计资料，

而且为了深入考察影响渠道，我们还结合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得到了加总到县级/地市级企

业的信息。最后，从政策评估的角度来看，本研究为“放权促进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经验

证据，尤其是我们发现财政放权对直管县本身的经济增长有利，而对周边县产生的负外部性

可能对整个地级市的发展不利。这一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和总结以往关于放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第

三部分重点介绍放权的制度背景，阐明经济管理上的“强县扩权”和财政体制上“省直管县”

政策的内容和不同点；第四部分描述本文使用的数据、变量和模型；第五部分汇报实证结果

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进一步探讨放权的影响，讨论放权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对经

济增长模式的作用并且检验放权的外部性；最后一部分给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成的财力层层集中事权逐级下放的省以下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总体格局”，“这些都势必会对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我们并不能单纯孤立地看待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应将其纳入到省

以下财政分权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框架内加以综合考察。”因此，我们认为省直管县是对县进行

财政分权的一种重要的形式。与此同时，我国下一级政府的财政需要和上级政府进行分成并且由上级政府

管辖，财政层层剥离，层级越多，基层政府（比如县级政府）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我们注意到“省直管

县”的改革将县级财政从地市级政府交由省级政府管辖之后，财政管理的层级变少，县级政府获得了更多

的财政权力。我们总结了各个省的政府文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在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

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与省财政直接联系，各省的具体做法主要是“十个直接”：（1）在收支划分方面，

规范地市和县的收支范围，县级财政收入直接与省对接分成，绕过地市；（2）国税和地税的收入目标直接

下达到县，地市仅仅负责协调；（3）体制补助的基数直接固定到县，按照 2003 年为基础，逐年增加；（4）
税收返还方面，消费税和增值税的 75%（“两税”）以及所得税基数返还的基数直接核准到县，并且增加

比例；（5）财政转移支付直接下达到县，不经过地市；（6）财政结算方面，同样核算到县，年终时省政

府与地市和县直接办理结算；（7）省财政直接确定各县的资金留解比例，预算执行中的资金调度由省财政

直接拨付到县；（8）各县要求专项资金支持，可以直接向省直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财政厅申报，省财政的专

项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或省财政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直接分配和下达到县，同时抄送市财政及有关部门；

（9）基金分成直接到县；（10）各项债务直接落实到县。可以看到，这“十个直接”扩大了县域财政的收

支两个方面的自主权。综上所述，我们将“省直管县”改革当作财政放权是合理的。 



 

二、 文献综述 

研究放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汗牛充栋，大多数文献关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发现两者正相关。近些年来试点的“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放权改革政策为考察

放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大多数文献认为这一改革措施对经济增长有利。 
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从政府层级的角度讨论了放权改革的效果，研究了成为财政放

权试点县的因素（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信息化水平、财政赤字、教育负担、金融发展水平），

并且发现权力的下放显著的提高了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发现财政权力下放对于

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行政权力更大。袁渊和左翔（2011）通过对浙江、福建两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考察得到了新的证据，他们发现放权通过对县辖企业的促进而带动经

济的发展，且对辖区内非国有企业的影响都要高于国有企业，说明放权试点不仅促进了县域

经济增长，而且推动了市场化改革。郑新业等（2011）单独考虑了在河南省实施的“省直管

县”财政放权改革试点，发现这一政策使得试点县的经济增长率上升了 1.3 个百分点，但“省

直管县”却是通过经济上的放权作用而非财政放权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高军和王晓丹（2012）
使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江苏省 51 个县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发现这一正面的效果主要是通过对县进行放权而产生的政府竞争效应实现的。樊勇和王

蔚（2013）运用倍差法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浙江省的县域放权改革，发现放权有力地

促进了试点县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且对强县的促进作用比弱县更为显著，强县的发展更

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支出，弱县则更倚重于二、三产业。与此相对，赵海利（2011）
使用倍差法研究浙江第三轮放权实践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这一政策的经济绩效并不好，

放权显著的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但县域经济增长依然对传统要素保持较高的依赖，放权需

要相应配套的改革措施发挥作用。 
还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对县进行放权的政策其他方面的影响。才国伟等（2011）考察了放

权是否会损害到地市的利益，他们使用 1999-2008 年的数据和系统 GMM 法，发现强县扩权

提高了城市财政收入，抑制了城市财政支出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财政省直管县的作用

恰好相反，两项改革措施都抑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大，但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贾俊雪

等（2013）考察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财政的解困作用，他们利用处置效应模型和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

解困，但也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的增长。 
然而，目前还没有文献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讨论行政和财政放权的作用，并且对两种放

权的改革方式进行区分。另外，放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并不明朗。最后，放权的外部

性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放权促进经济增长”可能是由于它的负外部性带来的。本文将在这

几个方面对以往文献进行补充，为放权与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分析框架，区分和比

较两种不同的放权模式对经济增长影响和作用渠道的不同，并且考察放权的外部性。 

三、 制度背景：“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 

(一) 放权的背景和原因 

为推进城市化运动而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的自主权较小，大部分的经济社会管理、财政方面的

权限掌握在市一级政府手中，这样县级政府无法因地制宜的履行政府职能，财政方面也受到

多方面的掣肘。与此同时，县级政府的职能日益扩大，但在行政权力、人事权力、财政权力

方面都受到市级政府的限制，缺乏应有的区域内公共事务的决策权，难以提供优质、高效的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另外，分税制明确规定了中央和省之间的财力分配，但没有说明一个

省内部（省、市、县）的财政权力应该如何划分，因此县一级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财政压力。 
第二，在市管县体制下，经济实力较弱的地级市，辐射带动作用有限，无法对所辖县的

经济产生促进作用，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产生了“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现行的市管县体制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城市的优势地位来拉动所辖县乡的经济发展，但是现实

中综合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也被安排管辖自身无法带动的县，比如中西部的一些工业基础薄

弱或者后来升级的地级市。 
第三，在市管县体制下，县成为地级市的附属单位，因此地市一级政府可以通过其行政

手段对县进行盘剥，造成了市县的冲突。在执行分配计划中，地级市也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

考虑，对上级下达的资金、物资等，采取中间截留的办法，打压了县的积极性，制约县域经

济发展。另外，地级市为加快城市化发展，依靠其行政权力，将财政权力上收，行政权力下

移，比如将其所辖县内发展较好的企业的注册地迁移到市区以带动市区经济的发展、将税源

充分的企业划归市领导等，进而挤压县级财政，造成县级财政困难（贾俊雪等，2013）。这

些做法就是所谓的“市吃县”、“市卡县”、“市刮县”、“市压县”的现象。 
第四，在市管县体制下，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除了地级市依靠行政权力截留资金、挤

压县级财政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之外，它们还会利用资源配置的权利将各种人力、物力资

源向市区集中，区域发展政策向城市偏移。在现行的考核体制下，政府官员更看重城市建设

和区域经济总量的提高，把大部分资金、人员和精力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上，忽略农村的发展，

甚至把用于农村发展的资金挪用到市区建设当中，使城乡发展难以兼顾，加剧了“城乡二元

结构”的矛盾，使得“市带县、工农互补”演变成了“重工抑农、厚工薄农”。 
第五，在市管县体制下，政府层级增多，行政成本上升，行政效率降低。原来作为省级

政府派出机构的地区行署变成了地级市政府，地方行政管理层次由过去的三级变为四级，需

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容易产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增加了行政事业费用。与此

同时，信息成本也更高，并容易造成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结果不仅导致政府行政管理

效率的降低，而且影响到上级政策的贯彻执行。 
基于以上的情况，中央陆续出台文件，要求各个省政府向其管辖的县政府进行扩权。 

(二) 放权的措施 

各省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强县扩权”试点，改革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按照“能放则

放、责权统一”的原则，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县自主权的思

路，把一些原属于地市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县一级政府，赋予其和地市等

同的建设项目管理、土地审批、证照发放、价格管理、计划上报、税收管理、项目申报、用

地报批、资质认证等权力。 
相比之下，“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则是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

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工作，继而扩大县

域财政的权力。具体包括：（1）确定市、县财政各自的支出范围，市、县不得要求对方分

担应属自身行政权力范围内的支出责任；（2）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所得税返还等由省直

接核定并补助到市、县，专项拨款补助，由各市、县直接向省级财政等有关部门申请，由省

级财政部门直接下达到市、县，同时市级财政可通过省级财政继续对县给予转移支付；（3）



 

在编制财政预决算方面，市、县统一按照省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要求，各自编制本级财政收支

预算和年终决算；（4）资金往来方面，省与市、县之间建立财政资金直接往来关系，取消

市与县之间日常的资金往来关系。 
以浙江省为例，其“强县扩权”方面的改革举措有：1992 年，对 13 个经济发展较快的

县进行放权，内容主要涉及扩大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限。

1997 年和 2002 年又两次扩大改革的规模和范围，涵盖了对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

等 12 大类放权事项。在扩大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对人事权力进行了改革，省管县的党政班

子一把手享受副厅级待遇，其升降调配由省直接管理、市里备案。2006 年浙江省启动了第

四轮放权试点，使得义乌市政府基本上具备了地市政府的全部经济管理权限以及部分社会管

理权限。“省直管县”方面的改革举措为：省财政对地市与所辖县采取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

财政体制结算，各个专项资金的分配、资金的调度等都是由省直接到县，无需经过市级财政。

市、县分别与省财政发生收支往来关系，地市预算内财政收入仅来自于所有的市辖区，与所

辖县没有财政隶属关系，只在预算外各种行政规费方面存在结算关系。在收入分成方面，浙

江省采取了固定上缴、增量分成和税收返还三种形式。其中，固定上缴是指以 2002 年决算

数为基数，作为市、县原体制上缴以及分税制增收上缴省级财政部分；增量分成是指 2003
年后，省财政将原属于省级预算收入的省属企事业各项税收全部下划市、县，实行分税、分

享，增收部分，省分成 20%、市、县都分成 80%，对少数欠发达县做适当照顾；税收返还

是指对于市、县上划中央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省财政给予税收返还，以 1993 年为基数逐年

递增，递增率参照中央对省的办法，与本地上划中央的收入增长率挂钩，挂钩比例按 1 比

0.3 确定，在省内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其他省的做法与浙江省类似，可以通过各个

省的政府文件获得相关的资料②

附表 1 和附表 2 给出了各省“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政策试点县的时间进度图，可

以看到，从 2004 年开始各省加快了对县放权的步伐。 

。 

四、 数据、变量和模型 

我们使用的数据源主要有四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政府文件、《全国地

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最终整合成为 1997-2010 年县级面板数据。其

中《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各个县的经济情况的数据，包括GDP、
人口、总投资额、电话普及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农业人口比重，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
使用这些变量考察了放权的作用并且使用人口、总投资额、电话普及率、医院/卫生院床位

数、农业人口比重分析成为财政放权试点县的可能性，我们使用各个省的统计年鉴补充了

1997-1998 年的数据，并且验证了《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 1999-2010
年数据的一致性；关于某个县是否为行政或者财政上的扩权县来自于各个省（市、自治区）

政府的文件，如《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开展扩权强县试点实施意见等 4 个文件的

通知》《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等政府公文。财政方面

的数据来自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包括各个县的财政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等变

量；而新企业数量③

                                                        
②如《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通知》《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 2009 年扩大省直管

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范围的意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意

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范围的通知》《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

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通知》等等，一些省份甚至以浙江省为榜样进行模仿，见辽宁日报 2010 年 12
月 1 日刊登的《关注辽宁扩权强县改革：绥中要为全省县域发展探路》。 

、利润率（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记作ROA）、全要素生产率

③新企业并不完全是新增的样本，因为考虑企业的注册时间，也有新创建的企业被遗漏。根据聂辉华等（2012），
工业企业数据会出现错误登记企业成立时间的现象，因此我们按照聂辉华等（2012）给出的关于样本的建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均值、资源错配程度则基于我们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计

算（详见附录 2 和附录 4），我们将企业层面的变量加总到个县级行政单位。 
本文使用倍差法估计放权的效果，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 1 , 2 ,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y kuoquan zhiguan controlα β β δ µ λ ε= + + + + + +  

其中， ,i ty 是因变量，在基准回归中表示使用省级CPI进行通货膨胀调整的GDP增长率，

在渠道考察当中还代表新企业数量、财政收入/GDP、转移支付的实际值（同样使用省级CPI

调整）、企业利润率、基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程度。 ,i tkuoquan 代表是否进行

行政权力下放的哑变量（是则取 1，我们用“扩权县”来表示）， ,i tzhiguan 指代是否进行

财政权力下放的哑变量（我们用“直管县”来表示）， ,i tcontrol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含储

蓄率、第二产业比重和人均GDP，在研究财政放权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方面，我们还控制了

人口增长率、人均医院床位数、农业人口比重、电话普及率以及财政收入的对数值，因为这

些变量与财政联系紧密（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 iµ 刻画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县级政府个

体固定效应，比如各个县的文化、自然资源禀赋等等，从而避免一些县固有不变的特征与我

们关心的放权哑变量相关使得估计产生偏误， tλ 是不随着个体的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 ,i tε

是残差项，为了避免残差的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对于估计的干扰，我们按照Bertrand等（2004）
的做法，将面板倍差法的残差进行聚合到县级层面（standard error clustered at county level），
从而得到更加稳健和可信的估计④

表 1 描述性统计量 
。 

变量 观测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DP 增长率（%） 24501 12.321 11.016 -18.917 53.347 
是否为经济上的扩权县 27624 0.084 0.278 0 1 
是否是财政上的直管县 27624 0.082 0.274 0 1 
第二产业比重（%） 26604 0.369 0.16 0.055 0.784 
人均 GDP（对数） 26656 8.753 0.828 5.246 12.597 
储蓄率（%） 26489 58.225 28.843 6.479 161.465 
新企业数量（对数） 14823 1.468 1.16 0 5.805 
企业 ROA 均值 20242 0.057 0.108 -1.071 0.89 
财政收入/GDP 26796 0.124 0.109 0.015 0.610 
转移支付（对数） 18862 6.897 1.487 2.079 9.997 
农业人口比重 27074 0.817 0.147 0.167 1 
人均医院床位数 27035 2.907 0.481 1.827 4.189 
电话普及率（每家户电话数） 20968 0.456 0.324 0.012 1.792 
人口增长率（%） 24788 0.736 3.025 -10.811 16.667 
                                                                                                                                                               
议，认为企业在注册的前后一年都算作新企业，计算到新企业的数量当中。 
④一般而言，使用倍差法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标准误可以聚合到上一层级（这里的地市级）或者观测当前

的层级（这里的县级）。Cameron 和 Miller（2011）做了综述，说明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Bertrand 等（2004）
将残差聚合到了当前的层级，并且说明在倍差法的框架下这样做会得到稳健可信的估计，因此我们将残差

聚合到县级。我们同时将残差聚合到地市级，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碍于篇幅，结果没有汇报。 



 

财政收入（对数） 27553 9.847 1.021 6.936 12.391 
总投资额（对数） 21056 10.817 1.583 7.329 14.346 
TFP 均值（Olley 和 Pakes,1996） 18270 6.167 1.005 -0.532 10.658 
资源错配程度（Hsieh 和 Klenow,2009） 14666 16.606 25.041 -0.00001 541.849 

数据来源：《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政府文件、《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 

我们为了更好的区分两个政策带来的不同的效果，避免行政和财政放权的协同作用的干

扰，将“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政策共同试点的县删去，总共包含了 6.2%的样本。全

样本和我们使用的删节样本得到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刻画“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政

策的虚拟变量均会正向影响经济增长，而两者的协同作用也是正的但系数不显著，说明两个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促进和补充。 
表 1 给出了描述性统计量，可以看到异常值现象在县级数据中非常明显，这主要是由统

计数据的错误和少数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因此为了避免结果被异常值驱动，我们使

用缩尾法（winsorize）将最高和最低 1%的观测赋上 1%和 99%分位点的数值，按这种方法

处理了 GDP 增长率、转移支付、人口增长率、财政收入、总投资、电话普及率、农业人口

比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GDP 以及人均医院床位数。是否使用缩尾法以及缩尾法分位数

的选择（2.5%、5%等）并不影响估计效果。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我国县域经济增长率较高，在 1998-2010 年间 GDP 增长率达到了

12.321%。经历单一放权的县有六分之一，其中“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试点的县分别

有 8.4%和 8.2%。第二产业比重平均达到了 36.9%，反映了我国县域经济较高的工业化水平。

而人均 GDP 的平均值达到 6329.64 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居民储蓄率较高，平均值达到了

58.225%。每年新企业数量有将近 5 个，而整个县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可以达到 5.7%。县财政

收入/GDP 平均来看有 12.4%，最高的 1%和最低的 1%分别为 61%和 1.5%。农业人口在县域

经济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平均有 81.7%，部分县全部为农业人口。福利方面，人均医院

病床数为 3，而电话普及率平均而言有 45.6%。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0.736%，说明了计划生育

政策 1997-2010 年间在县域落实的效果。财政收入和总投资额平均而言有 1.89 亿和 5 亿左

右。 

五、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基准回归 
 (1) (2) (3) 
变量  实际GDP增长率 
扩权县 0.843**  1.067*** 
 (0.342)  (0.344) 
直管县  1.262*** 1.432*** 
  (0.398) (0.401) 
储蓄率 -0.042*** -0.044*** -0.043*** 
 (0.009) (0.009) (0.009) 
第二产业比重 2.335 2.539 2.500 
 (1.593) (1.589) (1.590) 



 

Log(人均GDP) 12.915*** 12.748*** 12.880*** 
 (0.885) (0.873) (0.881) 
常数项 -108.148*** -106.631*** -108.195*** 
 (8.645) (8.501) (8.598)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观测数 24,064 24,064 24,064 
调整后R 0.226 2 0.226 0.227 

注：标准误聚集在县域（clustered at county level，Bertrand 等，2004），汇报于系数下的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表 2 汇报了基准回归的结果，考虑到放权之后有时间趋势效应，我们同时将这两个哑变

量与时间趋势进行交互，得到了类似的估计值，碍于篇幅，结果没有汇报。 
可以看到，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财政权力，下放之后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作用，指

代“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的哑变量估计系数都是显著的。第（3）列给出了最稳健的

估计值，经济管理放权的县 GDP 增长率要比没有被放权的县高出超过 1.067 个百分点，而

财政权力下放为财政省直管的县带来了 1.432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均值

（12.321%）相比，这一效果不仅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在经济意义上也是不可忽视的。 
 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合直觉：储蓄率显著负向的影响经济增长率，按照古典增长理

论的观点，这说明我国的储蓄率过高，超过了均衡状态的储蓄率；工业化水平越高，经济增

长越快，但估计系数不显著；人均 GDP 正向影响 GDP 的增长率，这说明我国县域经济在

1998 至 2010 年间出现了一定的发散现象，贫富差距在不断的被拉大（Qiao 等，2008）。 
 以上的结果说明，对县进行放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行政和财政放权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超过 1%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的结果与 Barro（1996）的跨国样本以及刘小勇（2008）等国内跨省样本得到的结

果并不完全一致。跨国样本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制度和分权形式的差异造成的，

Barro 一系列使用跨国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1）很多利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没有考虑到国家

的固定效应，如国家的文化、自然资源禀赋等，得到的结果存疑；（2）即使考虑到国家不

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考察分权与经济增长时国与国的分权形式差异也不能简单的使用

固定效应解决。国内跨省样本的结果与我们的结果不同点在于，国家与各省以及省政府与县

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有所不同，包括税收分配比例、转移支付力度等等：1994 年的分税制

改革规范的是中央与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对省以下的财政分税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各省财政是由内部决定的，甚至各个县的情况都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的实证结果为放权

与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证据。 

(二) 内生性的讨论：倾向得分配对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无论是“强县扩权”还是“省直管县”政策，试点的对象侧重

于发达的县，因此我们需要注意样本选择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这里，我们使用倾向得分配

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对基准结果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这一方法最早由 Rosenbaum 和 Rubin（1983）提出，旨在通过对一些可以观测到的变量

进行打分，得到相应的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从而按照得分进行配对，再进行比较分

析。 



 

 

“放权”匹配效果 

 

“直管”匹配效果 
图 1 匹配的效果 

我们按照倾向得分配对的一般步骤，首先使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值用于计

算出倾向性得分，在依据得分进行核匹配⑤

表 3 倾向得分配对 

，回归中应该尽可能的控制潜在影响县成为“强

县扩权”或者“省直管县”政策试点县的变量。我们使用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的变量列

表进行回归，然而该列表中的变量较多，匹配效果并不理想，我们逐步（stepwise）回归配

对，最终使用投资比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医院床位数、电话普及率和农业人口比重进行打

分配对。从表 3 的子表A可以看到，投资比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医院床位数和电话普及率

都正面影响成为“扩权县”或者“直管县”的概率，说明试点还是主要集中在投资率较高、

电话普及率（经济情况）较好的地区，而农业人口越多（城市化率更低），则越不可能成为

试点县，获得更多的权力。显著的估计值也说明使用这些变量进行打分是合适的。图 1 给出

了配对的结果，大多数观测落在支集（support）上，并且放权组（这里的实验组）和未放权

组（这里的对照组）成一定的比例，说明了配对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可能的由于样本选择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同时考察配对前后变量系统性差别的情况以进一步考察配对的效果，

结果汇报于表 3 的子表B，可以看到各变量的系统性差别有所降低，原本在 10%水平下有显

著差异的变量在匹配之后无显著差异了，这些结果确认了配对的效果。表 3 的子表C给出了

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使用倾向得分配对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类似，并且观测数量并没有因

为匹配而损失过多，与基准回归相比，这里用到了将近 20000 个观测，样本减小了不到 20%。

给定其他不变，对县下放行政权力使得GDP增长率增加 1.379%，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

对县下放财政权力会使得GDP增长率加速 0.854 个百分点，同样在 1%水平下显著。从倾向

得分配对的结果来看，尽管放权与否的内生性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我们通过对样本选

择问题的处理，得到一个较为稳健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结论更加可信。 

子表 A：Logit 回归 扩权县 直管县 
储蓄率 0.0027*** 0.0087*** 
 (0.0009) (0.0009) 
Log(人均 GDP) 1.19 0.168*** 

 
(0.0550) (0.0560) 

第二产业比重 -0.296* 0.786*** 

 
(0.175) (0.193) 

人均医院床位数 -0.741*** -0.837*** 

                                                        
⑤我们匹配采用文献最常用的基于非参数统计的核函数匹配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还使用其他的算法

（备选的 Epanechnikov 核函数、双权重（biweight）核函数、余弦迹（cosine trace）核函数、高斯核函数、

Parzen 核函数、长方形核函数以及三角形核函数）得到的结果类似，碍于篇幅结果没有报出。 



 

 
(0.057) (0.062) 

电话普及率 -0.197** 0.237** 

 
(0.095) (0.103) 

农业人口比重 2.336*** -1.800*** 

 
(0.193) (0.185) 

常数项 -10.7228*** 0.7911 

 
(0.509) (0.513) 

观测数量 11576 9672 
伪R 0.0765 2 0.0301 
子表 B 匹配效果：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前 t 检验的 p 值 匹配后 t 检验的 p 值 
储蓄率 0.03 0.13 
Log(人均 GDP) 0.05 0.10 
第二产业比重 0.04 0.11 
人均医院床位数 0.03 0.16 
电话普及率 0.06 0.14 
农业人口比重 0.03 0.15 
子表 C 配对估计结果 
扩权县 1.379*** (0.352) 
 R2 观测数量：19878 =0.03 
直管县 0.854** (0.352) 
 R2 观测数量：20295 =0.04 

标准误汇报于系数下的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六、 进一步讨论 

(一) 影响机制 

1. 行政权力下放影响经济的渠道 

从各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强县扩权试点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行政权力的下放主要侧重于

简化项目审批和投资方面的程序，宽松的投资环境有利于企业的进入和经营，因此我们借助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刻画行政放权影响经济的渠道。 
表 4 行政权力下放影响经济的渠道 

 (1) (2) (3) (4) (5) (6) 
变量 新企业数量 平均利润率 
扩权县 0.185***  0.196*** 0.038***  0.038*** 
 (0.041)  (0.042) (0.005)  (0.005) 
直管县  0.033 0.070  -0.009** -0.003 
  (0.042) (0.043)  (0.004) (0.004) 
储蓄率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第二产业比重 0.466*** 0.477*** 0.472*** 0.098*** 0.099*** 0.098*** 
 (0.147) (0.146) (0.147) (0.013) (0.014) (0.013) 
Log(人均GDP) 0.195** 0.159** 0.192** 0.012* 0.006 0.012* 
 (0.079) (0.079) (0.079) (0.007) (0.007) (0.007) 
常数项 -1.359* -0.952 -1.342* -0.104* -0.061 -0.105* 
 (0.772) (0.769) (0.771) (0.058) (0.059) (0.058)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数 14,260 14,260 14,260 19,483 19,483 19,483 
调整后R 0.625 2 0.624 0.625 0.614 0.609 0.614 

注：标准误聚集在县域（clustered at county level，Bertrand 等，2004），汇报于系数下的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表4给出了行政权力下放对于企业的影响，而企业的数量和经营也影响到经济的运行。

前 3 列给出了行政权力下放对于企业数量的影响，同时也控制了财政权力下放的影响。可以

看到，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会使得更多的新企业，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被放权的县

平均而言要比没有被放权的县多吸引 20%新企业，考虑到新企业的平均值为 5，那么“强县

扩权”的试点县可以多吸引一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这在经济意义上是不可忽视的。后 3
列给出了行政权力和财政权力的下放对企业平均利润率的影响，放权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统

计意义上显著：行政权力下放带来的宽松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平均利润率增加了 3.8 个百

分点，这一数值超过了均值 5.6%的一半，效果在经济意义上显著。然而，财政权力的下放

则对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有负面的影响，使得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我们猜测财

政被省政府直接管辖的县可能会对成为企业的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如果县政府获得

了更多的财政权力和财政收支的分成，那么它们可能会对高利润的企业征收更高的税，进而

打压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使得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 

2. 财政权力下放影响经济的渠道 

财政放权影响经济的渠道很少被提及，我们同时使用财政收入/GDP 和“省直管县”的

政策文件中提到的转移支付进行考察。 
表 5 展示了财政权力下放影响经济的渠道。前 3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如果对县政府进行

财政放权，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这些财政省直管县的财政收入/GDP 的比例要高出 0.8%，估

计系数在 10%水平下显著，但是在经济意义上不显著，这一数值与 12.4%的均值相比，这一

影响是有限的，说明财政权力下放虽然提升了县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强

县扩权”政策的试点县也会因为行政的配套措施使得县政府获得更高的财政收入/GDP 的比

例，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大约为 2%，与财政放权相比，这一效果在经济意义上更

加明显。表 5 的后三列给出了放权对于转移支付的影响，在控制了财政收入避免我们的估计

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财政省直管县的转移支付没有显著增加，估计系数不显著，说

明“省直管县”并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在现行的“市管县”体制下，财政放权依然面临不

少制度方面的掣肘，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放权之后管辖县的市政府的支持力度减少，市政府

在转移支付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截留，从而导致县政府财政权力扩大之后，转移支付的数量并

没有显著的增加。与此同时，我们还使用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作因变量进行考察，得

到了类似的结果，碍于篇幅，我们没有汇报相关结果。 
表 5 财政权力下放影响经济的渠道 



 

 (1) (2) (3) (4) (5) (6) 
变量 财政收入/GDP 转移支付 

扩权县  0.024*** 0.025***  0.087** 0.088** 
  (0.002) (0.002)  (0.041) (0.041) 
直管县 0.004  0.008* 0.020  0.033 
 (0.004)  (0.005) (0.062)  (0.062) 
储蓄率 0.000*** 0.000*** 0.000*** -0.002**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人口增长率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2) (0.002) (0.002) 
人均医院床位数目 0.016*** 0.015*** 0.016*** 0.101** 0.098** 0.098** 
 (0.004) (0.004) (0.004) (0.044) (0.044) (0.044) 
农业人口比重 0.010 0.012 0.012 -1.027*** -1.029*** -1.031*** 
 (0.022) (0.022) (0.022) (0.262) (0.263) (0.263) 
电话普及率 -0.020*** -0.021*** -0.021*** 0.199*** 0.190*** 0.190*** 
 (0.005) (0.004) (0.004) (0.059) (0.058) (0.058) 
财政收入    0.147** 0.155*** 0.155*** 
    (0.059) (0.059) (0.059) 
常数项 -0.028 -0.030 -0.033 6.357*** 6.288*** 6.292*** 
 (0.024) (0.024) (0.023) (0.605) (0.603) (0.606)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数量 20,145 20,145 20,145 12,062 12,062 12,062 
调整后R 0.730 2 0.732 0.732 0.858 0.858 0.858 

注：标准误聚集在县域（clustered at county level，Bertrand 等，2004），汇报于系数下的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二) 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 

大多数研究中国的文献认为放权通过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周业安和章泉，2008；赵

海利，2011；Chu 和 Zheng，2013；樊勇和王蔚，2013），但这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可能很

难长期持续，因此我们希望检验这两种放权模式是否从本质上提升了企业的效率并降低了区

域资源错配的程度。 
表 6 的（1）至（3）列给出了放权对于投资总额的影响，可以看到行政放权和财政放权

都会拉动投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平均而言，“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政策

试点县的投资额度要比没有试点的县高出 18-25%，这一效果是不可忽视的，与郑新业等

（2011）的发现类似。 
第（4）至（6）列汇报了放权对于一个县内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全要素生

产率主要使用的是Olley和Pakes（1996）的半参数方法得到⑥

                                                        
⑥这一方法已经被很多学者广泛使用，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3。使用索罗残差的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法、

Levinsohn 和 Petrin（2003）给出的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我们汇报的结果类似，碍于篇幅，结果没有

汇报出。 

，我们发现财政放权变量的估

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负向显著，说明权力的下放并没有增加这些县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有

负面的影响，但是估计系数在经济意义上不显著，平均值为-0.075，相比于全要素生产率的



 

均值 6.167，这一影响可以忽略。 
表 6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变量 投资总额 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错配程度 

扩权县 0.22***  0.25*** -0.04  -0.05 -0.44  -0.48 
 (0.03)  (0.03) (0.03)  (0.03) (1.06)  (1.06) 
直管县  0.18*** 0.22***  -0.07** -0.08***  -0.26 -0.33 
  (0.03) (0.03)  (0.03) (0.03)  (1.25) (1.25) 
储蓄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0.02) (0.02) 
第二产业 1.17*** 1.21*** 1.18*** 0.69*** 0.68*** 0.68*** -2.21 -2.23 -2.24 
比重 (0.12) (0.13) (0.12) (0.11) (0.11) (0.11) (4.47) (4.47) (4.47) 
Log(人均

GDP) 
0.66*** 0.62*** 0.66*** 0.05 0.05 0.05 5.38*** 5.45*** 5.39***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2.05) (2.05) (2.05) 
常数项 5.59*** 5.96*** 5.55*** 4.74*** 4.67*** 4.73*** -29.03* -29.61* -29.09* 
 (0.58) (0.58) (0.58) (0.54) (0.54) (0.54) (17.16) (17.23) (17.18)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数 20,316 20,316 20,316 17,608 17,608 17,608 14,139 14,139 14,139 
调整后R 0.866 2 0.866 0.867 0.733 0.733 0.733 0.379 0.379 0.378 

注：标准误聚集在县域（clustered at county level，Bertrand 等，2004），汇报于系数下的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我们借助Hsieh和Klenow（2009）的方法计算出了资源错配程度⑦

表 6 的结果与赵海利（2011）的发现一致，放权还是通过进一步拉动投资来带动经济增

长的，而经济的效率并没有提高。 

，这一数值越小说明

配置效率越接近理想的资源配置程度，即资源配置就越有效。表 6 的第（7）至（9）列的结

果说明资源配置效率并没有因为放权而显著提高。 

(三) 外部性 

需要注意的是，估计结果不可以被过度解读。可能放权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因为

政策带来的负外部性使得周边县（也即同一个地级市下辖县，因为当地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

考虑，一般不会轻易让企业、投资等跨地市迁移）的状况变差而形成了“放权有利于经济增

长”的统计假象。 
放权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对周边的县产生负面的影响。首先，“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

政策试点县的经营环境更加优越和宽松，因此它们可能会把周边县的一些企业吸引过来，从

而“吸干”周边县的资源。其次，试点县与省政府直接分享财政账户，引起地市政府的警觉，

市政府可能会变本加厉的挤压还没有进行政策试点的周边县的财政收入，使得这些县的投资、

财政转移支付都出现不足的现象。最后，放权可能产生税收竞争，使得那些拥有更大财政权

力的县获得更多的优势，而没有获得财政权力的县由于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而受到负面

                                                        
⑦这一方法的本质是用 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来度量资源错配程度，具体算法详见附录 4。我们同样

参考 Hsieh 和 Klenow（2009）的做法，对于资源错配程度采用了不同的函数形式作为稳健性检验，也得到

了相似的结果，碍于篇幅，结果没有在此汇报。 



 

的影响。 
我们将被放权的县剔除，如果某一个地市有县被放权，那么这个地市的其他没有被放权

的县，也即周边县的放权哑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我们使用“含扩权县”和“含直管县”

来指代这两个新生成的变量。 
表 7 给出了外部性的检验结果，从（1）至（3）可以看出行政放权产生了正的外部性而

财政放权恰好相反，估计系数均在统计意义显著。行政放权使得周边县的经济增长率提高

0.94 个百分点，而财政放权则使得周边县的经济增长率下降 2.13 个百分点，相比于经济增

长率均值的 12.321%，这一效果在经济意义上不可忽视。第（4）至（6）列说明放权对周边

县投资的促进作用，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周边县会由于试点县的影响吸引超过 20%
的投资，这一影响是巨大的。第（7）至（9）列给出了放权对于新企业数量的影响，可以看

到行政放权的外部性依旧明显，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如果同一个地市有“强县扩权”

试点县，那么非试点县也会吸引 18%的企业，考虑到新企业的均值为 5，那么有大约 1 家大

中型工业企业会进入。表 7 的最后三列给出了放权对于周边县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可以看

到财政放权挤压了周边县的转移支付，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负向向显著：如果同一个地市

有“省直管县”政策的试点县，那么该地市的周边县的转移支付将降低 17%，这一效果是

不可忽视的，与此同时，行政放权的影响在 10%水平下不显著。 
与此同时，我们考察了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政策对于周边县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

效率的影响，发现这两种政策都没有提升周边县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没有改善资源的配

置效率。这同样说明，行政放权和财政放权都不会对周边县的经济效率起到带动作用，这两

种政策对于周边县的影响主要通过投资、吸引新企业和转移支付产生的。碍于篇幅，结果没

有汇报。 
表 7 的结果说明，行政放权可能真正的起到了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财政放权的作用

有可能是由于直管县对其周边县产生了负外部性、挤压周边县的转移支付而造成的一个统计

现象，从第（2）、（3）、（10）和（12）列可以看到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对

于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数值大小甚至超过了表 2 基准回归中的 1.432。一个猜测是，财政放权

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是由于行政放权带来的（郑新业等，2011），通过对政府文件的解

读也不难发现，省直管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配套的行政放权措施，否则难以执行。 
因此，可能以往文献记录的、财政放权对于经济影响的“正面效果”，由于没有细究财

政放权的外部性，同时也忽略了相配套的行政放权措施，而得到了片面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财政放权而不是行政放权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财政放

权使得地市警惕下一步的财政放权计划，在下一步财政放权政策出台之前变本加厉的对非财

政省直管的县进行盘剥，使得它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财力不足：表 7 最后三列的估计结果说

明，“省直管县”政策试点县的周边县转移支付的额度更低，而这一点也可以从一些文献的

总结中看出（如才国伟等，2011；赵海利，2011；贾俊雪，2013）。 
 



 

表 7 对于周边县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变量 GDP增长率 投资总额 新企业数量 财政转移支付 
含扩权县 0.76**  0.94** 0.22***  0.20*** 0.18***  0.18***  -0.05 -0.05 
 (0.37)  (0.37) (0.03)  (0.03) (0.05)  (0.05)  (0.04) (0.04) 
含直管县  -2.00*** -2.13***  0.30*** 0.27***  -0.02 -0.03 -0.17***  -0.17*** 
  (0.58) (0.58)  (0.05) (0.05)  (0.06) (0.06) (0.04)  (0.04) 
人均GDP 15.14*** 15.37*** 15.45*** 0.73*** 0.68*** 0.69*** 0.15* 0.12 0.16* 0.66*** 0.65*** 0.65*** 
 (1.15) (1.18) (1.18) (0.07) (0.06) (0.06)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第二产业比重 1.69 1.31 1.29 1.18*** 1.24*** 1.24*** 0.43** 0.46*** 0.43** 0.29* 0.28* 0.28* 
 (1.90) (1.90) (1.90) (0.14) (0.14) (0.14) (0.17) (0.17) (0.17) (0.15) (0.15) (0.15) 
储蓄率 -0.04*** -0.04*** -0.0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人口增长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人均医院床位          0.10** 0.11** 0.11** 
          (0.05) (0.05) (0.05) 
农业人口比重          -0.94*** -0.95*** -0.94*** 
          (0.29) (0.29) (0.29) 
电话普及率          0.05 0.05 0.05 
          (0.07) (0.07) (0.07) 
常数项 -130.30*** -131.82*** -132.79*** 4.71*** 5.20*** 5.03*** -0.77 -0.40 -0.79 0.47 0.61 0.58 
 (11.15) (11.42) (11.45) (0.65) (0.64) (0.64) (0.84) (0.85) (0.84) (0.89) (0.90) (0.89) 
观测数量 19,699 19,699 19,699 15,974 15,974 15,974 11,456 11,456 11,456 10,398 10,398 10,398 
调整后R 0.243 2 0.244 0.244 0.850 0.850 0.851 0.589 0.587 0.588 0.855 0.855 0.855 

注：标准误聚集在县域（clustered at county level，Bertrand 等，2004），汇报于系数下的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借助我国“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两种政策试点，使用详细的县级面板数据，

区分了行政放权和财政放权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我们发现，行政放权对经济增长有促

进的作用，它通过吸引新企业、提升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财政权力的下放

则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影响经济。但是，这两种放权政策依旧粗放地拉动投资带动经济

发展，既没有从本质上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没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另外，通过分析

政策对周边县的影响，我们还发现行政放权会带来正外部性而财政放权会产生负的外部性，

说明行政放权可能会真正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而财政放权对省直管县本身的经济

增长有利，而对周边县产生的负外部性可能对整个地级市的发展不利。 
政府下一步应该考虑扩大“强县扩权”的试点范围，尽可能的采取行政放权的方式以激

活县域经济，与此同时注意财政放权潜在的负外部性，因为财政分权可能会引起地市政府的

警觉从而对非省直管县的财政盘剥加剧。此外，放权的政策还是通过粗放地拉动投资来刺激

经济，政府需要通过其他的辅助政策措施转变我国投资型经济的面貌，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

和生产效率，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然而，本文的结果不可以被过度的解读。第一，放权可能会有长期的效果，尤其是财政

放权，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我们只能讨论短期的影响。第二，我们的估计结果可能还是

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政策试点之前的县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估计的政策效果并

不十分准确。未来的研究需要首先关注政策的长期效果，使用更长的数据进行研究，并且更

好的解决内生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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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各省放权县进度表 

附表 1 各省“强县扩权”试点县时间进度表 
省份/年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河北 0 0 0 0 0 0 0 0 22 22 22 22 65 65 
山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内蒙古 0 0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辽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15 
吉林 0 0 0 0 0 0 0 0 33 33 33 33 33 33 
黑龙江 0 0 0 0 0 0 0 10 10 10 10 10 10 10 
江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浙江 0 0 0 0 0 19 19 19 19 19 19 62 62 62 
安徽 0 0 0 0 0 0 0 0 0 0 12 30 30 30 
福建 0 0 0 0 0 0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江西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山东 0 0 0 0 0 0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河南 0 0 0 1 1 1 1 36 36 36 36 36 50 50 



 

湖北 0 0 0 0 0 0 20 20 32 42 61 61 61 61 
湖南 0 0 0 0 0 0 0 0 88 88 88 88 88 88 
广东 0 0 0 0 0 0 0 0 78 78 78 78 78 78 
广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海南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 16 16 
四川 0 0 0 0 0 0 0 0 0 0 27 27 59 59 
贵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云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7 
西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陕西 0 0 0 0 0 0 0 0 0 0 15 15 15 15 
甘肃 0 0 0 0 0 0 0 0 15 15 15 15 15 15 
青海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宁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新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数据来源：各省政府文件，如《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开展扩权强县试点实施意见等 4 个文件的通知》等强县

扩权试点的政策公文。 
附表 2 各省“强县扩权”试点县时间进度表 

省份/年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河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4 64 
山西 0 0 1 0 0 0 0 0 0 0 35 35 35 35 
内蒙古 0 0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辽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吉林 0 0 0 0 0 0 0 0 33 33 33 33 33 27 
黑龙江 0 0 3 0 0 0 0 0 0 0 64 66 66 66 
江苏 0 0 0 0 0 0 0 0 0 0 57 57 57 63 
浙江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安徽 0 0 0 0 0 0 0 57 57 57 57 57 57 57 
福建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江西 0 2 2 0 0 0 0 0 21 21 59 59 75 81 
山东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20 20 
河南 1 1 1 1 1 1 1 6 6 6 7 7 22 22 
湖北 0 5 5 0 0 0 0 58 58 58 58 59 59 59 
湖南 1 1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广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广西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海南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四川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贵州 2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云南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西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陕西 0 0 0 0 0 0 0 0 0 0 14 15 15 15 
甘肃 0 0 0 0 0 0 0 0 0 0 17 17 41 41 
青海 0 0 0 1 1 1 1 1 1 1 9 9 9 9 
宁夏 0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新疆 0 0 0 1 1 1 1 4 4 4 4 4 4 4 
数据来源：各省政府文件，如《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等各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

直管县试点的政策公文。 



 

附录 2：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简介（Olley 和 Pakes，1996） 

我们定义企业的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 

, ,, , , , ,( , ) K L

i t i ti t i t i t i t i tY A F K L A K Lα α= =  

这里的 ,i tY 、 ,i tK 和 ,i tL 分别表示产出（通常采用增加值或者销售额）、资本和劳动， ,i tA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将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 0 , , ,ln ln lni t K i t L i t i tY K Lα α α ε= + + +                 (A1) 

按照索罗残差法，上述（A1）中的常数项和残差项就是 TFP。当然，这种估计方法可

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主要是因为这一估计会产生共时性（simultaneity）的问题，即企业至

少会提前一段时间观测到或者预测到自己的一部分 TFP，这样企业就会调整其资本和劳动的

投入，于是这就意味着要素投入可能与残差项相关导致 OLS 的估计有偏。 

为了方便说明这一问题，可以将残差拆分成两个部分，即 , , ,i t i t i tuε ω= + ，其中 ,i tω 表

示全要素生产率，而 ,i tu 表示真正的误差项或者生产率的冲击。对于上述的 OLS 估计有偏的

问题，一种最为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在估计时加入企业的固定效应，通过索罗残差去除企业固

定效应来做近似的 TFP 估计。但这一方法也有很大的不足，因为企业的固定效应不随时间

变化，无法捕捉时间维度的变化。 
除了共时性问题之外，企业退出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退出的企业大多

是生产率低的，因此仅仅用留在市场上的企业样本估计 TFP，可能会造成高估。为了处理内

生性问题带来的偏差，Olley 和 Pakes（1996）给出了一个办法，他们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

计算投资 ,i tI ，然后假定企业的投资决策是生产率、资本和中间投入的函数，于是可以把（1）

写成一个半参数方程： 

, , , , , ,ln ( , , ) lni t t i t i t i t L i t i tY I M K L uϕ α= + +                 (A2) 

（A2）通过三阶或者四阶多项式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估计企业生存概率方

程，并联立（A2）得到的估计，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估计 Mα 和 Kα ，最后通过索罗残差

法计算得到 , , , , ,exp(ln ln ln ln )OP
i t i t L i t M i t K i tTFP Y L M Kα α α= − − −) ) )

。 

附录 3：工业企业数据库处理过程 

我们首先按照 Brandt 等（2012）的处理方式，将企业的 ID 匹配起来。我们充分地利用

了企业的名称、地址、电话、法人代表姓名、6 位行政区划代码、邮编、行业代码以及企业

的建立年份等信息。 
接着，参考现有文献，如 Cai 和 Liu（2009）、聂辉华等（2012）、Brandt 等（2012）

的做法，我们剔除了产值、销售额、固定资产、总资产等重要变量缺省的样本。以及职工人

数小于 8 的样本。 
然后，我们剔除存在问题的样本，比如当年折旧大于累计折旧、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的样本。 
与此同时，我们利用价格指数对产值、增加值和销售额进行了平减。 
最后，对每年购买的固定资产名义值进行消胀得到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真实值，基于永续



 

盘存法和折旧信息计算真实资本存量和真实投资。 

附录 4：资源错配程度的计算方法 

Hsieh 和 Klenow（2009）研究框架的核心思想是用 TFP 损失来度量资源错配程度，他们

引入寡头垄断的异质性企业，即各个企业的技术水平不同，可能面对的资产和产出价格扭曲

也不同。 

假定消费者所消费的最终产品Y 由完全竞争的代表性厂商生产，该最终产品Y 需由 S

个行业的中间品 sY
生产得到，假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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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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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θ θ
==

= =∑∏ 其中， 
 

由企业成本最小化可以得到 

s s sPY PYθ=  

其中， sP
为行业 s 的产品 sY

的价格， 1( / ) sS
s s sP P θθ=≡ Π

（我们将最终产品的价格标准

化为 1），行业内 sM
个异质产品生产得到产品 sY

，我们假定 CES 生产函数， 1σ > 为替代

弹性：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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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其中，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1s s
si si si siY A K Lα α−=  

企业最大化如下利润函数： 

(1 ) (1 )
ssi Ysi si si si K i siP Y wL RKπ τ τ= − − − +

 

其中， Yτ 表示企业在产品市场上面对的扭曲， Yτ 越大表示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受到限制

越大，反之，则补贴越大。 Kτ 表示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所面临的扭曲。 Kτ 为正，表示企业在

信贷市场受到限制，导致资本价格较高，如中小企业贷款难，反之，则表示企业比较容易获

得贷款，如银行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由企业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每个企业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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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之比、劳动力分配以及产出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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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siA
， Yτ 和 Kτ 均会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计算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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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时各个行业之间要素的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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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 siTFPR
和行业的平均TFPR 定义和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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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行业 s 的加总 TFPs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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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每个企业的 TFPR 均相等。由此可以计算各个行业最优的 T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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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此时每个企业都面对同样的要素价格，则 siTFPR
均相同，

相较于现实经济，同一行业的要素在各个企业间重新分配最大化总产出，由此可以得到各个

行业的最大可能产出为 ,efficient sY
。现实经济中的产出与理想化的最大产量差别就可看作资源

错配的程度，即用资源配置无效率带来的损失来衡量资源错配程度，
efficient s

Y
Y
 
  
  越小，资源

错配程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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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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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Hsieh 和 Klenow (2009)中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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